
 

 

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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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纪委是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能，其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

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 2016−2018 年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企业

纪委治理这一制度安排对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纪委治理能促进国有

企业积极响应脱贫攻坚战略；（2）在区分了扶贫类型之后，纪委治理更能促使国有企业选择造血式

扶贫方式而非输血式扶贫；（3）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均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响

应脱贫攻坚战略，纪委治理还保障了企业脱贫攻坚投入的持续性；（4）机制分析表明，证券监管距离

较远、国家审计监管距离较远以及企业聘用小规模审计师事务所时，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响应脱贫

攻坚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强。本研究丰富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了纪委在国

有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监督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新时期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助力国有企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脱贫攻坚；纪委治理；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2）02−0047−16

DOI: 10.16538/j.cnki.jfe.20211113.301

一、引　言

贫困所衍生出的一连串社会问题被视为当今发展中国家最尖锐和最具有挑战性的治理难

题，反贫困早已构成治国安邦的重要任务之一（Zhang 和 Wan，2006；李芳华等，2020；燕继荣，

2020）。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的重要使命和任务。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这一重要论述以来，经过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艰苦奋斗，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退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①扶贫

攻坚战的胜利意味着消除了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但中国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严峻

问题，如何进一步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逐步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更多的努

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实现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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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 899 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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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主体、靶向和带动的作

用，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张春敏和赵萌，2018；谢岳，2020）。通过全面梳理和总结中国国

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战的经验和做法进而加强顶层设计，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进一步推进脱贫地区长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扶贫成就，除了经济增长和长期的扶贫开发是主要推

动力量外（汪三贵，2018），“以党建促扶贫”在脱贫攻坚战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引领作用和保障

作用，为实现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制度基础（韩保江和邹一南，2020；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

2020）。目前学术界对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作用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等

领域，且多在政府层面的党组织进行探讨（汪三贵，2018；李小云和徐进，2020；王雨磊和苏杨，

2020；谢岳，2020），从微观角度考察企业党组织嵌入与脱贫攻坚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在我

国，国有企业成立党组织是党和国家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其嵌入到治理结构中

能够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并执行相应监督职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的一种典型

制度安排（Chang 和 Wong，2004；马连福等，2013；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党委和纪委均是党组

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主要职责是参与国有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而纪委则承担着监督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内部贯彻和执行的职能，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张响贤，2008；陈仕华

等，2014）。作为党和国家反贫困治理的重大战略举措，脱贫攻坚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

完成的硬任务。高质量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从扶贫政策的落实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等过程都

需要精准监管（蒋红军和吴嘉琪，2018；廖金萍和廖晓明，2020），这与纪委部门履行监督执纪问责

的职责相符合。基于此，本文拟深入研究纪委参与治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

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

的意见》，号召上市公司对口帮扶贫困县或贫困村、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并要求参与扶贫的上市

公司将扶贫信息以特定的披露格式反应在年度报告中。基于中国证监会以及沪深交易所关于扶

贫信息强制性披露的相关要求，本研究以 2016−2018 年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

证检验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纪委治理能够提升国有

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力度，并促使其选择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贫方式；纪委参与董事

会治理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均能提升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的力度，并使其选择造血式扶

贫；纪委治理还能够保障国有企业扶贫参与的连续性，提高企业后续扶贫参与意愿和力度；当国

有企业距离证券监管局和审计署特派办较远以及聘用小规模审计师事务所时，纪委治理更能促

进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增进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尤其是纪委治理对企业决策

行为影响的研究积累。目前关于党组织的相关文献多聚焦于党委参与公司治理（马连福等，

2012，2013；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柳学信等，2020），对于纪委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且

主要体现在纪委治理对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陈仕华等，2014；周泽将和雷玲，2020）。

本研究则发现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具有促进作用，这无疑为国有企业纪委治

理的合理性和功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2）基于国有企业纪委治理的崭新视角，本研

究拓展了微观层面企业参与脱贫攻坚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已有文献从公司治理和财务特征

（杜世风等，2019）、高管个人特征（Chang 等，2021）、媒体关注（黄珺等，2020）以及行业同群效应

（文雯等，2021）等角度来研究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则考察了纪委治理这一党组

织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这增进了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影响因素的研究积

累。（3）本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纪委治理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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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监督机制如证券监管局、国家审计机构以及审计师事务所类型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些内

外部治理因素如何影响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加深理解国有企

业纪委组织如何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制度背景分析。

国有企业纪委治理的相关制度背景。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是在长期的实践和探

索中发展起来的，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强党建的不断推进，这一问题又进一步被明确

和巩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

国有企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领导体

制。①《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指出，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着领导作用，要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试行）（2019）》则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作出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规范，明确了党组织要

履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和保证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企业贯

彻落实等主要职责；同时，该文件也强调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纪委作为党组织的基础构成部分，其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也会产生重大影响，除了履行

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外，还要履行其特有的监督和检查职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和

《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均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要检查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这为纪委履行监督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关

于纪委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治理最早可追溯至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等联合发布

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2010）》，文件中规

定，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下属单位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

职”等途径，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机构有效履行监督职责的渠道，逐步做到符合条件的纪委书记

（纪检组组长）依法进入董事会担任董事，符合条件的监察机构正职依照法定程序进入企业和金

融机构内部监事会担任监事，纪委书记应根据情况参加或列席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其他有关重

大问题决策的会议，监察机构正职可根据工作需要参加或列席相关会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2017）》也指出，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等的监督作

用，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可列席董事会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会议。

（二）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

叉任职”这一领导体制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任职，讨论和参与企业内部重大事项的决

策，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特色制度安排（Chang 和 Wong，2004；马连福等，2012；柳学

信等，2020）。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治理中扮演着政治核心的角色，已有文献发现党委会成员通过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产生了积极的治理效应，能够降低高管的绝对薪酬和攫取

超额薪酬的行为（马连福等，2013），抑制并购中潜在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

更可能出现董事会决策中的异议行为（柳学信等，2020）。除党委外，纪委也是党组织的基本组成

部分，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能，但其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经营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则较少涉及。

陈仕华等（2014）研究发现，将监督“政府官员”的纪委与监督“经理层”的公司治理机制相融合能

修宗峰、冯鹏蒴、殷敬伟、周泽将：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①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指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

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经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董事长、总经理原

则上分设，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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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进而促进纪委监督职能的发挥，这有助于降低高管的非货币性收益。周

泽将和雷玲（2020）则发现，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能够改善监事会治理效率，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与党委主要通过参与国有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所不同的是，纪委主要履行着监督职责，要检查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为各项工作提供纪律保障，同时还协助国有企业党委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国有企业纪委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董

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与惩治，具体表现为事前确定方向、事中加强监督

和事后追责惩治（周泽将和雷玲，2020）。本研究将纪委治理的经济后果聚焦于国家重大决策部

署层面，即对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参与。脱贫攻坚战是我国三大攻坚战役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消除绝对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级重大战略。本文认为，纪委作为党的一种基层

组织和监督机构，在国有企业的纪委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治理后，主要从以下两个方

面提升了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力度。

第一，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后，更能促进纪委组织发挥事前引领的作用，监督和检查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在企业内部的落实情况，更能确保国有企业各项决策符合党和国家的战

略需要。纪委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拓宽了监督职责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体现在对经理层败德行为

进行有效约束（陈仕华等，2014；周泽将和雷玲，2020），还体现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家

重大决策部署在国有企业内部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张响贤，2008）。作为党的基层组

织之一，国有企业纪委是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执行者和监督者，其履行监督职

责的出发点是坚决维护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

其自身纪委组织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工作，而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保障这些监督和检查工作落

到实处。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

首要任务，对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到 2020 年让

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略的本质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精准的行政扶贫（王雨磊和苏杨，2020），通过采取行政事务化的手段将

扶贫自上而下转化为各级党政部门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以党建促扶贫”也因此成为各级党政

部门的核心工作任务和重要抓手（王刚和白浩然，2018；李小云和徐进，2020；谢岳，2020；燕继荣，

2020）。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通过事前引领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以党建促扶贫”，

并保障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过程中各项具体扶贫工作的落地执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总负责的责任制，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委通过“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进入到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中，赋予了其更大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

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贯彻执行，进而对国有企业战略制定和重大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国有企

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后，纪委组织人员更容易在国有企业党组织会议和董事会重大决策中对脱

贫攻坚国家战略发表支持意见，达到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的决策目的，同时也会监督国有企业

内部有效落实扶贫参与计划和各项扶贫政策等，并在“以党建促扶贫”过程中产生战略引领、思

想教育和组织协调的政治保障作用，这有利于脱贫攻坚国家战略在国有企业内部得到贯彻实

施。此时，国有企业纪委组织更能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发挥事前“把方向”的战略引领作用。

第二，国有企业纪委能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更好地发挥事中监督和事后惩治职能，

从而促进了企业基层纪委组织掌握更多的管理层私有信息，切实保障扶贫资金和各项扶贫举措

能够精准落实。潜藏在基层扶贫干部中的“微腐败”行为虽然权力滥用程度较轻、贪污金额小，

但严重影响着扶贫成效以及贫困户的获得感，是影响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蒋红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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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琪，2018；燕继荣，2020）。然而，资产专用性、机会主义和信息拥堵则是造成扶贫领域“微腐

败”行为的主要诱因（廖金萍和廖晓明，2020；王雨磊和苏杨，2020）。通过引入正式制度安排和建

立监督机制能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Williamson，2002；Kashyap 等，2012；蒋红军和吴嘉琪，

2018）。作为一种崭新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的这一制度安排，尤其是纪委参

与董事会治理提高了董事会权威性（周泽将和汪帅，2019），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则提高了监事会

的权威性（周泽将和雷玲，2020），这使得纪委组织可以全面了解和稽查国有企业扶贫资金的来龙

去脉，提升了扶贫资金使用透明度，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有助于强化扶贫资金

的全过程管理，以发挥出扶贫资金的最大效益。

此外，国有企业纪委组织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下开展督查工作，使其监督具有更大

的外部性和广泛性，纪委参与公司治理后能够使纪委组织掌握更多企业核心的“内幕信息”，降

低了信息搜集和识别的成本，监督成本相对较低，进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陈仕华等，2014），能

够有效弥补政府等其他监管机构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不足。《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2016）》也

规定了纪委机关要对脱贫攻坚进行监督执纪问责，这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纪委组织对企业参

与脱贫攻坚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如果国有企业某些扶贫资金没有落到实处，存在贪污、浪费和

挪用等现象，国有企业纪委参与治理可以常态化、近距离地对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等问题

实施精准监督，并及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实时追责和惩戒，以促进企业扶贫资金和扶贫措施得

到精准落实，切实保障扶贫工作的实施效果和扶贫事业的持续性，这都保障了国有企业参与脱

贫攻坚的效率和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力度，从而愿意投入一

定的扶贫资金开展扶贫项目。此时，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更能促进基层纪委组织发挥事

中过程监督和事后追责惩治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提高纪委组织发挥事前引领、事中监督与事后追责等作

用，促使国有企业积极响应脱贫攻坚国家战略，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限定其他条件不变，纪

委治理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三）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方式选择。输血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是我国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中两种重要的扶贫模式。输血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直接向贫困户提供生产和生活

所需的粮食、衣物等相关物质资料或直接给予现金以帮助贫困人口渡过难关的一种救济式扶贫

模式（赵昌文和郭晓鸣，2000；谭贤楚，2011）。可见，输血式扶贫主要是各级政府和企业等帮扶主

体对贫困户援以财物进行救济，往往侧重于短期“输血”，更多情况下只能解决一时之贫，却不能

根除贫困之源，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谭贤楚，2011）。而造血式扶贫是指扶贫主体向贫困地区

持续地投入一定的资源要素以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生活及生产条件，促使贫困地区和贫困

户生产自救，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的一种开发式扶贫模式（赵昌文和郭晓鸣，2000；贾俊雪等，

2017）。能力贫困理论认为个人能力的匮乏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源，因此解决贫困最根本方法是提

高贫困人员的可行能力（Sen，1999）。造血式扶贫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改

进生产方式与水平，使得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员的救助由“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进行转变，

达到标本兼治的根本目的，对改善贫困地区落后面貌和提高贫困人员的可行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谭贤楚，2011；燕继荣，2020）。在参与脱贫攻坚的国有企业中，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还可能会对输

血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的选择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在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中，纪委治理能促进

国有企业更多参与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贫。

作为党的方针和政策在国有企业落实情况的重要监督组织，纪委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大局下开展监督工作的，纪委参与治理能够更好地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有企业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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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造血式扶贫是以实现贫困地区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帮扶目标，被视为最基本也是最有

效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扶贫举措，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贫困户的致贫因素，提高其可行能力，也可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资源基础（王雨磊和苏杨，2020）。纪委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

国有企业治理可以更好地履行监督职权，将监督和检查覆盖到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张响贤，

2008），更可能采取“事前引领”的方式督促国有企业在脱贫攻坚战中担当尽责。立足于“实现贫

困地区人民共同富裕”的工作目标，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促使国有企业在进行扶贫方式选择

决策时，更多地考虑采取“授人以渔”的长效帮扶，从而选择使贫困地区长期受益的造血式扶贫

方式，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帮扶目标。

在此基础上，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还能够为国有企业参与造血式扶贫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和

制度保障。相比于输血式扶贫方式，造血式扶贫更需要国有企业持续性地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

的物力和财力等资源，但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这可能会诱发扶贫资源配置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通过事中过程监督和事后追责惩治等方式，更有效地监管国有企业各类

造血式扶贫项目和资金是否落实到位，杜绝扶贫领域的“微腐败”行为，最大程度地提高帮扶资

金的使用效率，为国有企业各项造血式扶贫措施和帮扶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此外，中国共产党

通常会采用“干部下乡”的模式推动落实扶贫任务（燕继荣，2020），参与脱贫攻坚的国有企业通

过向贫困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等基层扶贫工作团队，可以将企业先进的管

理、人才和技术等优势融入到对口帮扶的贫困村中，增强贫困村自身的“造血”功能（王雨磊和苏

杨，2020），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为顺利推进国有企业“干部下乡”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纪委参与治理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扶真贫、真扶贫”，尽可能采取长效的

“造血式”而非短期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限定其他条件不变，对参

与脱贫攻坚的国有企业而言，纪委治理更能促使企业选择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贫。

三、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由于自 2016 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在年

度财务报告中予以披露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数据，①故本文选择 2016−2018 年沪深 A 股国有上市

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以下筛选：（1）剔除 ST、*ST 的观测值；（2）由于金融行业具有高杠

杆的特点，且财务报表的结构与其他行业存在差异性，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而可能会对实

证结果造成潜在的干扰，故剔除金融行业的观测值；（3）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的观测值。最终

得到了 2 884 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通过对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简历进行手工搜集整

理得到国有企业纪委参与治理的数据，政府干预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王小鲁等，2019），其他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媒体关注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

库。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水平上的 Winsorize 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被解释变量。国有企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扶贫投入包括资金和物资折款两部分，本文

将资金和物资折款之和作为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总金额，②并构建如下变量：（1）参与扶贫的规模

（TPA_RAT），等于当年扶贫投入总金额（资金加物资折款）乘以 1 000 除以年初资产总额。（2）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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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

息披露的通知》，这两个关于扶贫社会责任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文件全面细化了上市公司扶贫相关社会责任工作的信息披露要求。

② 扶贫投入总金额的数据来源于 CSMAR 精准扶贫数据库中的精准扶贫工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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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式扶贫哑变量（MBLOOD）和输血式扶贫哑变量（TBLOOD），其中：造血式扶贫包括产业扶贫与

生态医疗扶贫等。产业扶贫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和长久之计，通过培育和创建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对提升贫困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医疗扶贫则通过加强贫困地区生

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以及医疗体系建设，为贫困地区提供良好的生态资源和医疗条件，促进

了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若企业参与造血式扶贫的总金额大于 0 时，MBLOOD 取值为 1，否则为

0；输血式扶贫则包括除产业扶贫和生态医疗扶贫之外的扶贫方式，具体包含：转移就业与异地

搬迁扶贫、兜底保障与社会扶贫以及教育扶贫等，若企业输血式扶贫的总金额大于 0 时，TBLOOD
取值为 1，否则为 0。①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均定义在有扶贫参与的样本中（TPA_RAT>0），且

两者并不排他。

2. 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如下三个变量来衡量国有企业纪委治理：（1）纪委是否参与治理

（DC_DUM），若国有企业纪委组织成员兼任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职位，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2）纪委参与治理的人数（DC_NUM），为国有企业纪委组织成员兼任国有上市公司董

事会和监事会中职位的总人数；（3）纪委参与治理的比例（DC_RAT），为国有企业纪委组织成员兼

任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职位的总人数与董事会和监事会总人数的比例。具体来说，若

国有企业纪委组织（如纪检监察部、纪检组、纪检审计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中的纪委书记、纪

委副书记、纪委委员等兼任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职务，则定义为国有企业纪委参

与治理。

3. 控制变量。相关控制变量包含：（1）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LEV）、净资产收益率（ROE）和经营净现金流（OCF）；（2）公司治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IRST）、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两职合一（DUAL）、媒体关注（MEDIA）、地

方国有企业（LOCAL）、上市年龄（LISTAGE）和董事长的政治联系（CHAIRPC）；（3）地区特征变量：

政府干预指数（MKTGOV）和经济发展水平（GDP）；（4）本文还控制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

固定效应。所有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具体定义

TPA_RAT 参与扶贫的规模，等于当年扶贫投入总金额（资金加物资折款）乘以 1 000 除以年初资产总额

MBLOOD
造血式扶贫哑变量，造血式扶贫包括产业扶贫与生态医疗扶贫等，若企业造血式扶贫总金额大于 0 时，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TBLOOD
输血式扶贫哑变量，输血式扶贫包含转移就业与异地搬迁扶贫、兜底保障与社会扶贫以及教育扶贫等，若企业输血

式扶贫总金额大于 0 时，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DC

纪委治理，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度量：①纪委是否参与治理（DC_DUM），若国有企业纪委组织成员兼任国有上市公司

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职位，则 DC_DUM 取值为 1，否则为 0；②纪委参与治理的人数（DC_NUM），为国有企业纪委

组织成员兼任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职位的总人数；③纪委参与治理的比例（DC_RAT），为国有企业纪委组

织成员兼任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职位的总人数与董事会和监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SIZE 公司规模，等于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等于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

ROE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当年净利润除以年末净资产

OCF 经营净现金流，等于年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年末总资产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除以总股本

修宗峰、冯鹏蒴、殷敬伟、周泽将：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① 造血式扶贫的具体金额来自 CSMAR 精准扶贫数据库中的产业发展脱贫投入和健康及生态保护扶贫投入明细表。输血式扶贫的具体

金额来自 CSMAR 精准扶贫数据库中的转移就业与异地搬迁脱贫投入明细表、兜底保障与社会扶贫投入明细表和教育脱贫投入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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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假设 H1 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本文采用 Tobit 方法对如下模

型（1）进行实证检验：

T PA_RAT t+1 = β0+β1DC t +CONTROLS t +
∑

YEAR+
∑

INDU +µt （1）

为了检验假设 H2 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选择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的影响，本文采用

Logit 方法对如下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

MBLOODt+1(T BLOODt+1) = β0+β1DC t +CONTROLS t +
∑

YEAR+
∑

INDU +µt （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①由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可知，参与扶贫的规模（TPA_RAT）均值为 0.103 9，

标准差为0.429 3，这表明扶贫支出占总资产的相对规模还比较小，只占约 0.010 39%，且在样本公

司间波动较大；造血式扶贫哑变量（MBLOOD）的均值为 0.748 3，标准差为 0.434 2，而输血式扶贫

哑变量（TBLOOD）的均值为 0.817 4，标准差为 0.386 5，这表明在国有企业参与扶贫的观测样本中，

选择造血式扶贫的观测值约占 74.83%，选择输血式扶贫的观测值约占 81.74%，这说明有部分国

有企业同时选择参与了两种扶贫方式。②国有企业纪委治理变量 DC_DUM 的均值为 0.673 4、标

准差为 0.469 1，DC_NUM 的均值为 1.215 0、标准差为 1.161 1，DC_RAT 的均值为 0.078 4、标准差为

0.074 4，这表明大约有 67.34% 的观测值存在着纪委参与治理的现象，但是纪委参与的平均人次

与比例并不高。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表 2 报告了假设 H1 的回归结果。由表 2 可知，参与

扶贫的规模（TPA_RAT）与 DC_DUM、DC_NUM、DC_RAT 分别在 5%、1%、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正。上述结果表明，纪委治理提高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相对规模，假设 H1 得到支持。国

有企业纪委组织嵌入治理结构中能够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通过事前“把方向”、事中“促监督”

与事后“重追责”的方式提升了国家扶贫政策在国有企业中的响应力度。一方面，纪委可以通过

事前引领的方式检查党的政策方针落实情况，确保国有企业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党和国

 

续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具体定义

BOARD 董事会规模，等于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INDR 独立董事比例，等于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人数

DUAL 两职合一，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MEDIA 媒体关注，等于与企业相关的报刊和网络新闻总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

LOCAL 地方国有企业，若为地方国有企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LISTAGE 上市年龄，等于当前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

CHAIRPC 董事长的政治联系，若董事长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MKTGOV 政府干预指数，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王小鲁等，2019）整理所得

GDP 经济发展水平，等于企业注册地所在地级市 GDP 的自然对数

YEAR 共设置 2 个年度哑变量

INDU 共设置 17 个行业哑变量（根据 2012 年证监会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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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工作论文。

② 在参与扶贫的 1 057 个观测值中，国有企业同时参与造血式和输血式扶贫的观测值有 598 个，占比为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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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需要，产生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的作用；另一方面，纪委还可以在扶贫过程中通过有效执纪和

严格问责等方式全方位地保障各项扶贫资金落到实处，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防止

扶贫过程中出现“微腐败”行为，使国有企业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参与脱贫攻坚，这也会提升

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力度。
 

表 2    纪委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变量
被解释变量：TPA_RAT

（1） （2） （3）

DC_DUM 0.1300**（2.56）

DC_NUM 0.0605***（2.76）

DC_RAT 0.8932***（2.6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800 0.0810 0.0807

N 2 884 2 884 2 884

　　注：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 T 值或 Z 值，***、**、*分别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双尾），下表同。
 
 

2. 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扶贫方式选择。表 3 报告了假设 H2 的回归结果。由表 4 知，造血式

扶贫哑变量（MBLOOD）与 DC_DUM、DC_NUM、DC_RAT 分别在 10%、1%、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为正；输血式扶贫哑变量（TBLOOD）与 DC_DUM、DC_NUM、DC_RAT 分别在 5%、10%、5% 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纪委治理促进了企业采用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

贫的方式来响应脱贫攻坚国家战略，假设 H2 得到支持。一方面，纪委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后，在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大局和“促进贫困地区长远发展”的扶贫目标影响下，会通过事前引领的

方式敦促国有企业主动作为，选择造血式扶贫这种能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和活力的扶贫

模式，主要目的在于彻底改善贫困地区落后面貌并提高贫困人员的自主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纪

委参与治理后还可以通过事中监督和事后追责对国有企业参与造血式扶贫进行过程监督，对扶

贫资金及项目实施动态监控和精准考核，抑制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干部下乡”强化贫困

地区自身造血功能，为国有企业参与造血式扶贫提供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表 3    纪委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扶贫方式选择

变量
被解释变量：MBLOOD 被解释变量：TBLOOD

（1） （2） （3） （4） （5） （6）

DC_DUM 0.3455*（1.73） −0.5127**（−2.28）

DC_NUM 0.2496***（2.88） −0.1565*（−1.95）

DC_RAT 3.4051***（2.59） −2.7258**（−2.1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649 0.0721 0.0697 0.0729 0.0710 0.0720

N 1 057 1 057 1 057 1 057 1 057 1 057
 
 

（三）内生性检验。①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选择的工具

修宗峰、冯鹏蒴、殷敬伟、周泽将：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①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参见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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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为滞后一期公告年度的高管违规程度，包括其他、批评、警告、谴责、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或

取消营业许可或市场禁入，分别赋值为 1 至 6，若没有发生上述违规行为则赋值为 0。纪委履行

着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违规现象进行查处和监督（陈仕

华等，2014），若国有企业高管被稽查出存在严重违规行为，则可能导致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

理，但高管违规程度并不会直接对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产生影响。在利用 PSM 进行 1∶1 的近邻匹

配后，在剩余观测样本中对假设 H1 和假设 H2 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本文假设 H1 和 H2 依旧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针对假设 H1 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定义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哑变

量，当扶贫总金额之和大于 0 时，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其次，本文重新定义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

攻坚的相对规模，为扶贫总金额乘以 1 000 除以上一年营业收入。针对假设 H2 的稳健性检验，本

文则定义了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的相对规模，分别等于造血式扶贫和输血式扶贫的总金额

与扶贫总金额的比值。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上述变量之后，本文假设 H1 和 H2 依旧成立。

五、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一）纪委参与治理的类型：区分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

心，在发挥监督作用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董事会主要通过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进行事前

监督，而监事会则更多通过持续跟踪和追责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督（陈仕华等，2014；周泽将和雷

玲，2020）。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持续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决策监督、过程监督和精确考评（王

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为考察纪委治理的类型是否会影响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本文进一步将纪委治理区分为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BDC）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SDC），并定

义如下两组变量：（1）纪委是否参与董事会治理（BDC_DUM）、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的人数

（ BDC_NUM） 、 纪 委 参 与 董 事 会 治 理 的 比 例 （ BDC_RAT） ； （ 2） 纪 委 是 否 参 与 监 事 会 治 理

（ SDC_DUM ） 、 纪 委 参 与 监 事 会 治 理 的 人 数 （ SDC_NUM ） 、 纪 委 参 与 监 事 会 治 理 的 比 例

（SDC_RAT）。本文将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BDC）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SDC）的同类型变量同

时纳入回归模型中，再次检验假设 H1 和 H2。表 4的 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别报告了区分纪委治理

类型后假设 H1 和 H2 的回归结果。结合 BDC 和 SDC 的显著性以及组内系数差异的 P 值可以看

出，纪委参与发挥事前监督作用的董事会治理和纪委参与发挥事中和事后监督作用的监事会治

理均能提高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力度、促进国有企业选择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

贫，且纪委参与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的作用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4    纪委参与治理的类型：区分董事会和监事会

Panel A：区分纪委治理类型的假设 H1 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TPA_RAT

（1） （2） （3）

BDC_DUM 0.0912*（1.94）

SDC_DUM 0.1011**（2.12）

BDC_NUM 0.0627*（1.87）

SDC_NUM 0.0610**（2.26）

BDC_RAT 0.5950**（2.02）

SDC_RAT 0.2419**（2.30）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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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持续投入。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

艰巨性的特点，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即使在脱贫后也仍然可能发生一定程度

的返贫风险，这使得参与扶贫攻坚的对口帮扶单位需要持续投入一定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等，脱贫不脱帮扶（王雨磊和苏杨，2020；谢岳，2020）。纪委作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执行的

监督者，在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后更有可能监督各项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持续保持各项日常性

的扶贫投入和帮扶举措，保证扶贫帮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将参与扶贫帮扶视为企业长期承担

的社会责任之一，进而参与连续性的扶贫帮扶。为进一步考察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后续参与脱

贫攻坚的影响，一方面，本文构建了企业 T+1 期是否有后续扶贫计划（F1TPA_PLAN），当企业

T+1 期年度报告中“后续精准扶贫计划”一栏为“适用”时，①取值为 1，否则为 0；另一方面，本文

计算了国有企业 T+2 期参与扶贫的相对规模（F2TPA_RAT）。由表 5 可知，纪委治理不仅可以保

障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承诺落地，还可以持续提升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力度。

 

续表 4    纪委参与治理的类型：区分董事会和监事会

Panel A：区分纪委治理类型的假设 H1 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TPA_RAT

（1） （2） （3）

DIFF P=0.8796 P=0.9654 P=0.2468

Pseudo R2 0.0808 0.0811 0.0811

N 2 884 2 884 2 884

Panel B：区分纪委治理类型的假设 H2 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MBLOOD 被解释变量：TBLOOD

（1） （2） （3） （4） （5） （6）

BDC_DUM 0.5107**（2.58） −0.2330（−1.19）

SDC_DUM 0.1985（1.03） −0.2205（−1.09）

BDC_NUM 0.3156*（1.84） −0.1256（−0.83）

SDC_NUM 0.2197**（2.23） −0.1708（−1.57）

BDC_RAT 2.9003*（1.90） −0.8657（−0.64）

SDC_RAT 0.7804**（1.97） −0.7294*（−1.6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IFF P=0.2736 P=0.6229 P=0.1752 P=0.9669 P=0.8250 P=0.9273

Pseudo R2 0.0706 0.0721 0.0709 0.0698 0.0711 0.0710

N 1 057 1 057 1 057 1 057 1 057 1 057

表 5    是否有后续扶贫计划和第 T+2 期的参与扶贫规模

变量
被解释变量：F1TPA_PLAN 被解释变量：F2TPA_RAT

（1） （2） （3） （4） （5） （6）

DC_DUM 0.2960**（2.33） 0.0949*（1.70）

DC_NUM 0.0865*（1.68） 0.0574**（2.21）

DC_RAT 1.4099*（1.78） 0.8095**（2.0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修宗峰、冯鹏蒴、殷敬伟、周泽将：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① 数据来源于 CSMAR 精准扶贫数据库中的精准扶贫工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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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首先，本文考察了地方证监局这一监督机构对纪委治理与国有

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之间关系的影响。《中国证监会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

略的意见》鼓励上市公司与贫困村或者贫困县建立帮扶关系，履行扶贫社会责任，并要求各证监

局加强与地方扶贫部门的联系，共同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成效的检查。本文定义证券监管距

离哑变量（SUP），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全国 36 个证券监管机构的最近距离小于样本中位数时，①

SUP 取值为 1，否则取 0。由表 6 的 Panel A 可知，在证券监管距离远组，纪委治理更能促进国有企

业参与脱贫攻坚。

 

续表 5    是否有后续扶贫计划和第 T+2 期的参与扶贫规模

变量
被解释变量：F1TPA_PLAN 被解释变量：F2TPA_RAT

（1） （2） （3） （4） （5） （6）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1269 0.1256 0.1258 0.0807 0.0826 0.0819

N 2 884 2 884 2 884 1 833 1 833 1 833

表 6    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Panel A：证券监管距离的调节作用

变量

被解释变量：TPA_RAT

（1） （2） （3） （4） （5） （6）

SUP=1 SUP=0 SUP=1 SUP=0 SUP=1 SUP=0

DC_DUM 0.0476（1.04） 0.2400***（2.76）

DC_NUM 0.0299*（1.80） 0.0980**（2.45）

DC_RAT 0.4192*（1.67） 1.4489**（2.4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IFF Chi2=3.60（P=0.0577） Chi2=4.82（P=0.0281） Chi2=4.85（P=0.0277）

Pseudo R2 0.1074 0.0842 0.1087 0.0848 0.1083 0.0842
N 1 442 1 442 1 442 1 442 1 442 1 442

Panel B：审计署特派办距离的调节作用

变量

被解释变量：TPA_RAT

（1） （2） （3） （4） （5） （6）

AUD=1 AUD=0 AUD=1 AUD=0 AUD=1 AUD=0

DC_DUM 0.0655（1.12） 0.1483**（1.98）

DC_NUM 0.0466（1.57） 0.0601**（2.06）

DC_RAT 0.7108（1.62） 0.8389*（1.8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1015 0.0918 0.1040 0.0918 0.1040 0.0913
N 1 442 1 442 1 442 1 442 1 442 1 442

  2022 年第 2 期

① 中国证监会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深圳、大连、宁波、厦门、青岛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分别

设立了证券监管机构（地方证监局），总计 3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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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考察了审计署特派办这一监督机构对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之间关

系的影响。《审计署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审计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落实的意见》

要求各审计署特派办跟踪检查扶贫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并监督检查扶贫资金绩效和扶贫项目建

设运营情况。国有企业与审计署特派办间距离较近会对其扶贫行为产生较强的监督作用。定义

审计署特派办距离哑变量（AUD），若上市公司注册地与全国 18 个审计署特派办的最近距离小于

样本中位数时，①AUD 取值为 1，否则取 0。由表 6 的 Panel B 可知，在审计署特派办距离远组，纪

委治理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最后，本文考察了审计师类型这一外部监督机制对纪委治理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之间

关系的影响。审计师事务所规模通常是高质量审计的表征，采用小规模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审计

质量相对较差（陈丽红和李明艳，2021），这可能给纪委监督职能的发挥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定

义审计师类型哑变量（BIG10），若上市公司采用“审计十大”，BIG10 取值为 1，否则取 0。由表 6
的 Panel C 可知，在采用非十大所审计组，纪委治理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脱贫攻坚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举措，结合国有企业纪委治理的相关制度背景，本文以

2016−2018 年我国证券市场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纪委参与公司治理这一制度

安排对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纪委治理提升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

攻坚的规模，并促使其选择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贫；通过区分纪委治理的类型发现，纪委参

与董事会与监事会治理对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此

外，纪委治理还能保障国有企业扶贫参与的持续性，具体表现在后续扶贫计划以及后续扶贫投

入方面；在证券监管机构较远、审计署特派办较远以及企业聘用非十大审计师事务所的情况下，

纪委治理更能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的管理启示与政策意义：（1）基于纪委参与国有企业治理能够提

升脱贫攻坚战略的响应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继续创新国有企业制度安排，积极鼓励基

层纪委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这对于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促进

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决议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2）本文还发现在已经参与脱贫攻坚的国有企业

 

续表 6    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Panel C：审计师类型的调节作用

变量

被解释变量：TPA_RAT

（1） （2） （3） （4） （5） （6）

BIG10=1 BIG10=0 BIG10=1 BIG10=0 BIG10=1 BIG10=0

DC_DUM 0.0837（1.40） 0.2054**（2.16）

DC_NUM 0.0428（1.61） 0.0931**（2.51）

DC_RAT 0.5893（1.46） 1.4479***（2.6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seudo R2 0.0848 0.0951 0.0858 0.0958 0.0853 0.0958
N 1 787 1 097 1 787 1 097 1 787 1 097

修宗峰、冯鹏蒴、殷敬伟、周泽将：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① 18 个审计署特派办具体包括京津冀、太原市、沈阳市、哈尔滨市、上海市、南京市、济南市、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广州市、深圳市、成

都市、昆明市、西安市、兰州市、长春市、重庆市特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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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组织的监督还能够促使其选择造血式扶贫而非输血式扶贫，更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的

长远发展。国有企业在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一工作时，要注重发挥基

层纪委组织的监督作用，从而实现对造血式扶贫的后续项目建设和资金投入等方面进行持续监

督。（3）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均发挥了积极的监督作用，要继续引导纪委

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进入国有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任职，推动基层纪委组织

与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有机融合，将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贯穿其中，实施更为有效的过

程监督。（4）本文的机制分析还发现纪委参与国有企业治理与外部监督机制之间呈现出一定的

替代关系。因此，在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情况下，相关部门更应该积极引导基层纪委组织嵌入国

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使其能充分履行监督职能，以弥补国有企业外部监督力量的潜在不

足，从而提升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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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Policy Response, and
SOE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Xiu Zongfeng1,  Feng Pengshuo1,  Yin Jingwei1,  Zhou Zejiang2

(1.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Summa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PC’s Party organization,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performs

the functions of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participates in SOEs’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the “two-way entry and cross-appointment” leadership system,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Es’ decision-makings. Poverty alleviation, as a major strategic measure of CPC and China’s anti-

poverty governance, requires precise supervisions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to

the 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s. Thus, this study takes A-shar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18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on SOE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can promote SOEs to actively re-

spon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2)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 typ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PC’s disciplinary com-

mission governance is more likely to encourage SOEs to choose the “blood-ma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type

rather than the “blood-transfu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ype. (3) Both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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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ance through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through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can promote SOE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also ensures that SOEs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4) The fewer levels of con-

trol chains in SOEs, the longer distance of securities supervision, the longer distance of national audit supervi-

sion, and the smaller auditor firms employed by SOEs, the stronger the role of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plays in promoting SO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include that: (1)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existing studies about the impact of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s. (2) This paper expands

the literature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SOE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ale and typ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lood-making” and “blood-transfu-

sion”) and the intention of follow-up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n SOEs’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4)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a number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ffect the function of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

tions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can effectively play its supervis-

ory duties.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CPC’s disciplinary commission governance； Party organization；

 board of directors； board of super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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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may have a substitution effect on industrial polic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

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y on ESFVTR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executive innova-

tion awareness and low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Finally, distinguishing the configuration period of finan-

cial assets finds that industrial policy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long-term financial assets

SFVTR, indicating that industrial policy mainly relies on reducing the “investment substitution”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s to play the role of SFVTR.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is paper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that industrial

policy affects ESFVTR, and it fills the deficiency of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measurement of ESFVTR.

Secondly, new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

dustrial policy, and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industrial policy design. Thir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 of industrial policy effect on ESFVTR in different planning periods from the time dimension,

and further explain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which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market and enterprise.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enterprises shifting from virtual to real； 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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